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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南方狩猎采集者如何利用植物资源应对末次冰盛期（LGM）气候恶化仍然不清楚。本研究利用贵州毕节韦家 

洞的花粉与炭化植物浮选结果分析当地的植被-气候变化及狩猎采集者的植物利用模式，并结合公开发表的花粉记录与 

考古遗址信息评估可食用坚果在狩猎采集者适应LGM气候恶化中的潜在作用。花粉分析结果显韦家洞周边在约 

30000–19500 cal yr BP植被以针叶林为主，气候寒冷；约19500–12500 cal yr BP，针叶林减少而阔叶林增加，表明气候 

呈变暖趋势。韦家洞的狩猎采集者在MIS 3末期采取了以利用富含脂肪的坚果为主的多元化植物开发策略，而在LGM 
则转向强化利用含单宁的橡子，以应对严酷气候条件。中国南方持续高覆盖率的坚果树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一种低成 

本适应LGM寒冷气候的策略，即优先采集坚果以应对冬季食物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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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深入理解极端气候条件下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有助于增强人类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能力（DeMenocal， 

2001；Kirch，2005；IPCC，2014；Sun等，2019）。末次 

冰盛期（The Last Glacial Maximum，缩写LGM，约 

26000–18000 yr BP）是过去10万年以来最寒冷的时期，平 

均气温较当今低约6 ℃（Tierney等，2020；Seltzer等， 

2021）。在此期间，冰川扩张、海平面下降及植被带迁移 

改变了全球陆海分布格局，重塑了全球生态系统（Yo
koyama等，2000；Hughes等，2013；Shao等，2018）。这 

一时期全球气候与植被的剧烈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栖 

息地的自然环境（Gautney，2018；Margari等，2023； 

Timmermann等，2024），进而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并迫 

使部分族群长距离迁徙（Tallavaara等，2015；Bennett等， 

2021；Yu等，2023）。 

作为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重要枢纽，中国南 

方在早期人类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Bae等，2017）。得 

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样的地形，中国南方通常被视 

为冰期生物避难所（Tang等，2018；Zhang等，2022）。近 

几十年来，中国南方陆续发现并发掘了大量考古遗址 

（Wang等，2014；Tian等，2024）。此外，随着放射性碳 

测年（ 14C）和光释光测年（OSL）技术的发展，域内众多洞 

穴考古遗址的年代得以精确测定和修正（Wu等，2012； 

Hu等，2019；Wang Y等，2023；Cao等，2024）。这些进 

展很大程度深化了我们对南方狩猎采集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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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获取食物而进行的各类活动是人类生存的重要 

组成部分（Lee和DeVore，1968；Kelly，2013；Bettinger 
等，2015）。中国南方考古遗址发现的动物化石表明人类 

在LGM的动物性食物以大型哺乳动物为主（Song等， 

2020；郭远哲等，2025）。贵州马鞍山遗址的动物考古研 

究则表明人类饮食中已出现小型哺乳动物，这被视为狩 

猎采集者在LGM对气候恶化的广谱适应（Zhang等， 

2010）。韦家洞出土的大型鹿类的死亡年龄结果表明狩猎 

者通过专门捕猎成年个体来适应LGM的严寒气候（郭远哲 

等，2025）。然而，关于狩猎采集者在LGM对植物资源利 

用的研究极少，中国南方狩猎采集者如何利用植物资源 

应对LGM气候转冷目前仍不清楚。 

植被是气候变化向人类传递信号的媒介。气候因素 

如温度和降水不仅直接影响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还会 

对依赖植物的动物组成和种群数量产生连锁效应（Carroll 
等，2012；Marinova等，2012；Potts，2012）。而动植物 

资源的变化则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食物供应，因此，分 

析中国南方的植被变化可以从生态学视角理解史前人类 

生存策略。 

本研究基于贵州毕节韦家洞（出土有人牙、大量动物 

骨骼及石器）的花粉记录与植物考古结果，分析当地植被 

变迁与狩猎采集者的植物利用策略。此外，通过整合化 

石花粉数据库、已发表的花粉记录及中国考古信息，我 

们分析了可食用坚果树与考古遗址的时空分布，并进一 

步评估可食用坚果在中国南方狩猎采集者适应LGM气候 

的潜力。 

2 研究区概况  

中国南方包括青藏高原以东，秦岭淮河以南的区域， 

主要由一系列山地丘陵、高原和零星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及 

珠江流域的平原组成。该地区属于典型的季风气候区，夏 

季高温多雨，冬季温和湿润。中国南方植被景观以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为主，热带季雨林仅分布于西双版纳、雷州半 

岛、海南岛及台湾岛南部等华南南部边缘地带。为减缓水 

土流失，部分人口稠密的低丘陵地区在20世纪后期就开始 

大规模种植针叶树，在这些区域常绿针叶林成为植被景观 

的主体。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复杂地形和极高的生物多 

样性，中国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通常被认为是第四纪冰 

期生物避难所（Tang等，2018；Zhang等，2022）。 

3 材料和方法  

3.1 材料  

韦家洞（27°16′02.66″N，105°30′46.09″E，海拔 

1370 m）位于贵州省毕节市金海湖新区比西河东南岸，西 

距毕节市区约20 km（图1A）。该洞穴内部形似口袋，洞口 

面朝西北（图1B），洞穴深约19.4 m，洞口最大宽度约8.5  
m，最大高度约11.3 m（图1C），洞内干燥。由于20世纪人 

为采硝，洞穴地表几乎被完全破坏，仅余少部分区域残 

留有下部原生地层。该洞穴经过多次考古发掘，发现了 

人类牙齿、大量动物骨骼及石器（郭林等，2021；郭远哲 

等，2025）。遗址周边生长的植物有松属（Pinus）、桦木属 

（Betula）、桤木属（Alnus）、榛属（Corylus）和栗属（Casta
nea）等乔木，其北部丘间洼地则种植着玉米（Zea mays）、 

甘蓝（Brassica oleracea var. capitata）和大豆（Glycine max）。 

韦家洞内进行了两处剖面的调查。韦家剖面2（WS2） 

位于洞口附近，深度为140 cm。根据颜色、土壤结构及 

文化遗存，WS2剖面划分为四个层位（图1D）：第1层 

（0–20 cm）：黄色粉砂土，含有少量角砾碎屑。第2层 

（20–65 cm）：灰黄色黏土质粉砂，含大量木炭碎片及少 

量石器。第3层（65–110 cm）：红褐色粉砂，可见较大角 

砾岩块与木炭碎片，发掘过程中出土大量石器及动物骨 

骼，并在80 cm深处发现一颗人类牙齿。第4层（110– 
140 cm）：角砾岩与粉砂混合层，可见零星木炭碎片。 

韦家剖面3（WS3）位于洞穴后部，深约200 cm，可分 

成4层（图1E）：第1层（0–120 cm）：扰动层。第2层（120– 
140 cm）：红褐色黏土，可见大块角砾。第3层（140– 
160  cm）：黑色灰烬层，含大量木炭。第4层（160–  
200 cm）：红褐色粉砂层，含有大块角砾岩。 

3.2 研究方法  

3.2.1 AMS 14C测年  

从WS2和WS3剖面采集8个木炭、1个动物骨骼和1个 

炭化坚果壳样品被送往Beta实验室（美国迈阿密）进行 

AMS 14C测年，所有 14C测试结果使用OxCal 4.4软件中的 

IntCal 20曲线校正，误差为2σ（Bronk Ramsey，2009；Re
imer等，2020）。WS2剖面的年代-深度模型采用R软件中 

的rbacon包构建（Blaauw和Christen，2011）。 

3.2.2 花粉分析和坚果树的空间插值  

本研究采用重液浮选法提取WS2剖面沉积土样中的 

花粉（Moore等，1991；李小强和杜乃秋，1999），前处理 

过程如下：称取土样置于烧杯，使用稀盐酸（HCl）去除土 

样中的碳酸钙；加入石松孢子片（27560粒/片）；加入比重 

为2.0 g/cm3的ZnCl 2和KI/ZnI 2重液，获取花粉混合物；加 

入9:1醋酸酐和硫酸混合液水浴加热5分钟；将花粉混合 

物清洗至中性并收集至圆底离心管内烘干。制片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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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ss Axioplan Imaging 2显微镜在400倍镜下鉴定；鉴定结 

果输入Tilia软件计算百分比、聚类分析和绘图。前处理 

和鉴定均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花粉 

实验室完成。尽管大多样品至少执行了两次甚至四次花 

粉提取（每次50克），以期识别足够数量的花粉，但由于 

洞穴沉积物中花粉浓度极低，WS2剖面平均每个样品仅 

鉴定出139粒花粉。 

为评估影响WS2剖面花粉组合的主要因素，花粉鉴 

定结果的百分比数据被导入Origin 2022软件，利用其内 

置的主成分分析（PCA）工具进行计算并制图。 

在中国南方，常见的可食用坚果包括橡子和板栗（壳 

斗科）、榛子（榛属）和核桃（胡桃属、山核桃属和喙核桃 

属）（王慧强，2006）。为了分析坚果树的空间分布，本研 

究从中国地层花粉数据集（周伯睿等，2023）（https://www. 
p l an t - eco logy.com）及其他已发表花粉记录中选取 

28000–15000 yr BP之间110个花粉记录，通过ArcGIS 10.8 
软件的克里金插值法对坚果树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由 

于青藏高原和新疆地区考古遗址数据匮乏，这些区域的 

插值结果将不会呈现。 

考虑到大多数考古遗址未进行花粉分析，本研究中 

考古遗址的坚果树比例从坚果树的空间插值结果中提取。 

此外，考古遗址周边坚果树变化率由考古遗址末次盛冰 

期（LGM）与28000 yr BP的坚果树比例差值与考古遗址 

28000yr BP的坚果树比例的比值计算获得。  

 = (1)LGM 28000 yr BP

28000 yr BP

式中，变化率 坚果为考古遗址周边坚果树自28000 yr BP到 

LGM期间的变化比率，坚果 LGM为考古遗址周边在LGM 
期间的坚果树平均百分比，坚果 28000 yr BP为考古遗址周边 

在28000 yr BP的坚果树百分比。 

图 1 韦家洞遗址位置和剖面信息。（A） 韦家洞的空间位置；（B） 韦家洞平面图；（C） 韦家洞洞口；（D） 韦家剖面2（WS2剖面）；（E） 韦家剖面3 
（WS3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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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炭化植物遗存浮选  

本研究共计采集8个浮选样品，并采用小桶浮选法 

（Struever，1968）进行浮选。其中WS2剖面按20 cm间距 

采集了7个样品，另一个样品属于WS3剖面存在大量炭化 

遗存的第3层（140–160 cm）。每个样品约含20 L土壤与炭 

化遗存的混合物，浮选工作在临近的河边进行。浮选获 

得的炭化遗存被收集到布袋阴干，送至中国科学院古脊 

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使用Leica M205c体视显微镜进 

行鉴定与测量。 

3.2.4 考古遗址信息收集  

考古遗址的坐标以及测年结果等信息来源于公开发 

表的论文和数据集。考古遗址的 14C年代采用Oxcal 4.4软 

件的IntCal 20曲线重新校正（Bronk Ramsey，2009；Reim
er等，2020）。根据考古遗址的测年结果，本研究统计了 

30000–11500 yr BP期间每隔500年的考古遗址数量。 

4 结果  

4.1 韦家剖面的测年结果  

韦家剖面的所有测年结果如表1和图2所示，其中8个 

AMS 1 4 C测年结果由郭林等（2021）完成。WS2剖面 

0–20 cm的测年结果表明该层位明显受到扰动。WS2剖面 

的 贝 叶 斯 深 度 - 年 代 模 型 显 示 2 0 – 3 0  c m 的 年 代 约 为  

12500 cal yr BP，而剖面底部年代约为30000 cal yr BP。 

WS3剖面的第3层（140–160 cm）的年代为28750–27180 cal  
yr BP。这些结果表明韦家洞自MIS 3至末次冰消期被狩 

猎采集者占据。 

4.2 WS2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  

WS2剖面共鉴定松属（Pinus）和云杉属（Picea）2种针 

叶树类花粉，阔叶树类花粉包括榛属（Corylus）、椴树属 

（Tilia）、栎属（Quercus）、栗属/锥栗属（Castanea/Casta
nopsis）、柳属（Salix）、大戟科（Euphorbiaceae）、杜鹃花 

科（Ericaceae），草本植物花粉包括紫菀型（Aster type）、 

蒲公英型（Taraxacum type）、蒿属型（Artemisia type）、蓝 

刺头型（Echinops type）、败酱科（Valerianaceae）、苋科 

（Amaranthaceae）、石竹科（Caryophyllaceae）、麻黄属 

（Ephedra）、葱属（Allium）、禾本科（Poaceae）、莎草科 

（Cyperaceae）、蓼属（Polygonum）。整体上，WS2剖面花 

粉组合以针叶树类为主（平均54.5%），其中松属占50.3%。 

阔叶树花粉以榛属、栎属和杜鹃花科为主，平均占比分 

别为10.7%、7.5%和6.9%。草本花粉以紫菀型、禾本科和 

蒿属为主，平均占比分别为5.9%、4.2%和3.2%（图3）。 

根据花粉数据的聚类分析结果，WS2剖面的花粉序 

列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以下各带描述中括号内百分 

比为平均值）（图3）： 

阶段Ⅰ（140–80 cm，~30000–19500 cal yr BP）：该阶 

段主要特征为高比例的针叶树（66 .3%），包括松属 

（59.5%）和云杉属（6.8%）；阔叶树花粉占比相对较低 

（18.6%），以榛属（6.4%）、杜鹃花科（5%）和栎属（4.2%） 

为主；草本植物以紫菀型（5.3%）和禾本科（5.2%）为主。 

本阶段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亚阶段：阶段Ⅰa（140–120  
cm，~30000–26000 cal yr BP）针叶树比例从39.5%增加至 

62.6%，阔叶树比例从37.2%降至16.5%，草本植物占比保 

持稳定；阶段Ⅰb（120–100 cm，~26000–20200 cal yr BP） 

针叶树比例增至68.2%，阔叶树与草本植物分别降至 

20.2%和11.5%；阶段Ⅰc（100–80 cm，~20200–19500 cal  
yr BP）耐寒的云杉属增至平均值11%，针叶树平均比例达 

79.6%，与此同时阔叶树比例急剧下降。 

阶段Ⅱ（80–50 cm，~19500–17500 cal yr BP）：针叶 

树比例显著下降，其中松属（45.6%）和云杉属（3.3%）均减 

表 1 韦家洞剖面的AMS 14C测年结果 

实验室编号 剖面 深度（cm） 测年材料 年代（yr BP） 校正年代（cal yr BP） 参考文献 

Beta-515829 

2 

0–20 木炭 150±30 200±30 本研究 

Beta-515830 20–40 木炭 11060±30 13000±90 郭林等，2021 
Beta-515316 40–50 木炭 14260±40 17340±160 郭林等，2021 
Beta-507541 60–70 木炭 15370±50 18710±90 郭林等，2021 
Beta-515317 80 木炭 16080±40 19430±150 郭林等，2021 
Beta-507543 80–90 木炭 16810±60 20340±160 郭林等，2021 
Beta-772446 100–120 橡子壳 16150±50 19480±60 本研究 

Beta-515831 100–120 木炭 16830±50 20360±140 郭林等，2021 
Beta-772447 120–140 木炭 25260±11 29550±170 本研究 

Beta-507548 
3 

140–160 骨 \ 27390±210 郭林等，2021 
Beta-507547 140–160 木炭 \ 27560±170 郭林等，2021 
Beta-649878 140–160 坚果壳 24260±110 28400±350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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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阔叶树比例从18.6%增加至36.7%，以榛属（14.2%）和 

杜鹃花科（11.5%）为主；草本植物占比在本阶段保持 

稳定。 

阶段Ⅲ（50–20 cm，~17500–12500 cal yr BP）：针叶 

树比例进一步降至36.6%，云杉属在约17000 cal yr BP后 

消失；阔叶树比例增至41.1%，主要包括榛属（15.6%）、 

栎属（13.4%）和杜鹃花科（6.4%）；紫菀型等草本植物在本 

带呈逐步上升趋势。 

WS2剖面花粉数据的PCA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主成分 

解释了总方差32.7%（图4），其中松属与耐寒的云杉属处 

于负载荷区，分布广泛的类群处于正载荷区，这表明第 

一主轴代表的因素是温度。 

4.3 韦家洞遗址文化层浮选结果  

在韦家洞剖面的文化层中，大量坚果壳及一些植物 

种子被鉴定，包括榛子、橡子、葡萄籽（Vitis sp.）及十字 

花科（Brassicaceae）种子（图5）。这些炭化植物遗存表面未 

发现人工加工痕迹。 

榛子壳：文化层中共发现31块榛子壳碎片。榛子壳 

内部有管状结构，横截面可见孔洞（图5A和5C），部分壳 

表面因管状结构暴露而形成平行条纹（图5B）。榛子富含 

油脂，能为狩猎采集者提供必需脂肪（Bunn和Ezzo， 

1993；Ben-Dor等，2011；Shea，2011；Riehl等，2015）。 

橡子壳：文化层中发现18块橡子壳碎片，表面可见 

明显纤维结构（图5D和5E）。橡子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和 

淀粉，脂肪含量极低（Mason，1992），食用前需用水浸泡 

去除单宁酸（Kelly，2013）。 

葡萄种子：WS3黑灰层（140–160 cm）中发现4粒炭化 

葡萄籽（图5F），其两片腹侧内褶已损毁，仅存种脐形态。 

中国大多数野生葡萄可直接鲜食。 

十字花科种子：WS3黑灰层（140–160 cm）中发现2粒 

炭化十字花科种子（图5G和H），其中一粒长1.8 mm、宽 

图 2 WS2剖面贝叶斯年代-深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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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m，另一粒长宽均为2.5 mm。 

未知植物：135块碎片因缺乏显著特征无法鉴定 

（表2）。 

4.4 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  

中国境内共发现55处末次盛冰期考古遗址（图6）。除 

位于季风区边缘的金斯太遗址外，其余54处遗址均分布 

在中国的季风区内。北方地区共有25处考古遗址，其中 

14处出土有细石器；以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为主的 

西南地区是考古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其他季风区遗 

址分布则相对稀疏。 

5 讨论  

5.1 韦家洞周边的植被-气候变化  

洞穴沉积物中提取的花粉能否代表洞外植被长期存 

图 3 WS2剖面花粉谱  

图 4 WS2剖面花粉组合的PCA结果  
图  5  韦 家 洞 发 现 的 炭 化 植 物 遗 存 。 （ A ）  榛 子 壳 （ W S 3 剖 面  

140–160 cm）；（B，C） 榛子壳（WS2剖面40–60 cm）；（D） 橡子壳（WS3 
剖面140–160 cm）；（E） 橡子壳（WS2剖面80–100 cm）；（F） 葡萄种子 

（WS3剖面140–160 cm）；（G，H） 十字花科种子（WS3剖面140–16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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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议。近几十年来，为评估洞穴沉积物中花粉重建植 

被的可靠性，相关学者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大量洞穴内 

外表土样品的对比研究（Burney和Burney，1993；Carrión 

等，1999；Fiacconi和Hunt，2015）。而韦家洞内外表土 

相似的花粉谱也进一步证明了其沉积物花粉记录在重建 

洞外植被的可靠性（Yang等，2021）。 

表 2 韦家洞遗址文化层浮选结果 

编号 剖面 深度（cm） 榛子壳 橡子壳 葡萄种子 十字花科种子 未知植物 

1 

2 

0–20 0 0 0 0 0 
2 20–40 0 0 0 0 1 
3 40–60 3 4 0 0 11 
4 60–80 0 0 0 0 10 
5 80–100 0 3 0 0 22 
6 100–120 0 2 0 0 12 
7 120–140 0 0 0 0 0 

8 3 140–160 28 9 4 2 79 

合计 \ \ 31 18 2 3 135   

图 6 本研究涉及的孢粉记录点和中国LGM考古遗址的分布。考古遗址：（1） 柿子摊；（2） 桃山；（3） 枫林；（4） 金斯太；（5） 大洞；（6） 前阳洞； 

（7） 小孤山；（8） 古龙山；（9） 孟家泉；（10） 山顶洞；（11） 二道梁；（12） 油坊；（13） 水洞沟；（14） 彭阳；（15） 石峡口；（16） 苏苗源头；（17） 徐家 

城；（18） 大地湾；（19） 育红河；（20） 龙王辿；（21） 柿子摊；（22） 下川；（23） ；（24） 西施；（25） 黑龙潭；（26） 和尚墩；（27） 滴水岩；（28） 鸡公 

山；（29） 仙人洞；（30） 上湖；（31） 莲花池山；（32） 独石仔；（33） 玉蟾岩；（34） 尖山洞；（35） 庙岩；（36） 鲤鱼嘴；（37） 白莲洞；（38） 通天岩； 

（39） 娅怀洞；（40） 招果洞；（41） 打儿窝岩厦；（42） 老鸦洞；（43） 韦家洞；（44） 穿洞；（45） 马鞍山；（46） 铜梁；（47） 鲤鱼桥；（48） 回龙湾；（49） 

龙潭山；（50） 马鹿洞；（51） 娜咪囡洞；（52） 硝洞；（53） Dedan Cave；（54） 佛洞地；（55） 老虎洞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1719  



深海氧同位素第3阶段（MIS 3）以剧烈气候波动为典 

型特征（Wang等，2001；Rasmussen等，2006）。WS2剖面 

的花粉结果显示，阔叶树比例从约30000 yr BP的16.5%显 

著上升至约27200 yr BP的37.2%（图7E），反映了MIS 3阶 

段末期不稳定的植被景观。在约26000–19500 yr BP期间， 

高比例的针叶树和低PC 1分值表明当地植被以针叶林为 

主，气候较为寒冷（图7E和7F）。值得注意的是，在约 

20200–19500 yr BP，耐寒的云杉属比例增至11%，阔叶 

树比例急剧下降。在约19500–17500 yr BP，云杉属比例 

下降，韦家洞周边阔叶树比例则有所回升（图7E和7F）。 

在约17500–12500 yr BP，针叶树进一步减少，云杉属消 

失，同时阔叶树比例增至41.1%，这种花粉组合表明，在 

末次冰消期韦家洞周边气候较前阶段更为温暖。WS2剖 

面的花粉记录揭示该区域被针阔混交林覆盖，气候变化 

对植被景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针叶树与阔叶树的比例消 

长上。 

在中国南方其他地区，云南星云湖的耐寒针叶树 

（Chen等，2014）（图7H）、四川干池泥炭的常绿阔叶树 

（Deng等，2022）、福建SZY泥炭地的常绿阔叶树（Yue等， 

2012）（图7G）以及南海北部MD05-2906钻孔的热带亚热带 

树种（Dai和Weng，2015）（图7I），均与WS2剖面的阔叶树 

变化呈现显著同步性。这种协同变化揭示了中国南方地 

区具有一致的植被-气候变化过程。 

WS2剖面花粉记录的PCA结果表明温度是韦家洞周 

边植被的主要影响因素（图4）。然而，中国南方植被变化 

较30°N夏季太阳辐射滞后约1000年（Laskar等，2004）（图 

7A）。这种滞后现象说明太阳辐射变化可能在更大尺度影 

响植被演变，而热量则依赖其他途径传输至中国南方。 

作为地球表面最热区域，热带在全球热量再分配中起着 

关键作用（Schneider等，2014）。腾冲青海湖年均气温与 

南海、印度洋等热带海域的海水表面温度具有高度一致 

性（Mohtadi等，2014；Dai和Weng，2015；Zhao等， 

2021a）（图7B–7D），这表明中国南方直接受到低纬度热 

带海洋影响，而亚洲季风可能扮演了热量传输媒介的 

角色。 

5.2 中国南方韦家洞的狩猎采集者对坚果的利用  

在前农业社会，采集野生植物资源在狩猎采集者的 

生存模式中扮演了关键作用（Isaac，1971；Perera等， 

2011；Humphrey等，2014；Riehl等，2015；Dunne等， 

2016；Crombé等，2023）。由于植物性食物供应的季节性 

以及动物冬季迁徙、冬眠及活动范围缩小等现象的存在 

（Li等，2001；Si等，2018；Bu等，2023；Wang M等， 

2023），狩猎采集者在冬季常面临食物短缺的挑战。因 

此，易获取且耐储存的可食用坚果自然成为人类青睐的 

食物（Goren-Inbar等，2002；Fuller和Qin，2010；Perera 
等，2011；Pollegioni等，2017；Wang和Jiang，2022）。 

韦家洞的坚果遗存占可鉴定植物遗存总量的90.7%（表2）， 

表明从MIS 3末期至末次冰消期，坚果始终是洞穴占据者 

食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 7 中国南方30000–11500 yr BP植被-气候记录与考古遗址的对比。 

（A） 30°N太阳辐射（Laskar等，2004）；（B） 热带印度洋SO189-37KL钻 

孔海水表面温度（SST）（Mohtadi等，2014）；（C） 南海MD05-2905钻孔海 

水表面温度（SST）（Dai和Weng，2015）；（D） 中国西南腾冲青海湖平均 

气温（Zhao等，2021a）；（E） WS2剖面阔叶树和云杉属花粉比例；（F） 

WS2剖面花粉主成分分析PC 1分值；（G） 中国东南SZY泥炭落叶阔叶 

树和杜鹃花科花粉比例（Yue等，2012）；（H） 中国西南星云湖阔叶树花 

粉比例（Chen等，2014）；（I） 南海北部MD05-2906钻孔热带和亚热带木 

本植物花粉比例（Dai等，2015）；（J） 中国西南地区考古遗址占中国南 

方考古遗址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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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3阶段被普遍认为是气候相对温暖的时期，其间 

伴随着一系列Dansgaard-Oeschger（DO）暖事件和Heinrich 
（H）冷事件（Wang等，2001；Rasmussen等，2006）。WS3 
剖 面 的 黑 灰 层 （ 1 4 0 – 1 6 0  c m ） 的 测 定 年 代 为  

28750–27180 yr BP，与DO 3事件时段吻合。WS2的花粉 

记录显示韦家洞周边在约27200 cal yr BP阔叶树显著增 

加，指示当时温暖的气候（图3）。该层位鉴定出4种植物 

遗存，表明MIS 3末期韦家洞周边植物性食物资源相对丰 

富，狩猎采集者采取了多元化植物开发策略。此外， 

WS2剖面的花粉谱显示约27200 yr BP榛属和壳斗科花粉 

占比分别为12.8%和4.7%（图3），说明当时榛树比橡树数 

量更丰富。然而，单株成年榛树的榛子年产量通常低于 

3 kg，而橡树可达20 kg以上（Xie等，2004，2012；Gea-Iz
quierdo等，2006；Koenig等，2013），这意味着当时该地 

区橡子实际供应远高于榛子。因此，榛子在已鉴定植物 

遗存中的高占比，反映了在气候适宜条件下狩猎采集者 

刻意优先选择富含脂肪的坚果，而非数量更多的橡子（表 

2）。这种策略在重庆铜梁遗址（约25800±630 cal yr BP）亦 

有体现，尽管文化层中壳斗科和胡桃属花粉占比分别达 

20.4%和17.8%（张森水等，1982），但却发现了大量完整 

野核桃，以及仅1个完整橡子及1个南酸枣种子。 

LGM寒冷气候对韦家洞周边植被景观的影响表现为 

针叶树增加与阔叶树减少（图3）。由于中国南方的针叶树 

树叶和种子难以被人类和大部分动物利用，这种植被变 

化通常会降低当地的生物承载力和生物多样性（Fleming， 

1973；Pagel等，1991；Tsujino和Yumoto，2014）。WS2剖 

面的花粉记录显示，壳斗科花粉百分比在LGM期间升至 

6.8%，花粉浓度也微增至3.9粒/克；而榛树比例从约 

27200 yr BP的12.8%骤降至LGM的8.4%，花粉浓度从10.1 
降至4.9粒/克。这些结果表明，相较于27200 yr BP，韦家 

洞周边在LGM的橡子供应可能略有增加，但榛子的供应 

却显著下降。此外，坚果也是某些动物（如松鼠）的重要 

越冬食物，这导致LGM期间人类可获取的坚果资源，尤 

其是富含脂肪的榛子将进一步缩减。这意味着在LGM榛 

子已无法满足狩猎采集者的需求，导致其群体规模缩减， 

并迫使他们不得不更多利用含单宁的橡子以应对严峻的 

生存环境，尽管处理橡子需要付出更高时间成本。这种 

资源利用策略使得WS2中部文化层（60–120 cm）的三个浮 

选样品中，要么缺乏可鉴定植物遗存，要么仅发现少量 

橡子壳（表2）。 

5.3 坚果在中国南方狩猎采集者应对末次冰盛期寒冷 
气候中潜力  

LGM寒冷气候给狩猎采集者带来巨大生存挑战。由 

于中国北方植被景观向草原演变，狩猎采集者通过提高 

流动性（追踪大型哺乳动物）和开发新植物资源等策略应 

对食物短缺（Cordain等，2002；Liu等，2013；Yi等， 

2016；Zhao等，2021b；Grimaldi等，2023）。 

相较于中国北方，中国南方在LGM仍维持了森林景 

观（王伟铭等，2019）。几种可食用坚果树是中国南方森 

林中常见的阔叶树种（萧家仪等，2018；周伯睿等， 

2023）。空间插值结果显示，坚果树覆盖率在LGM呈现自 

中国南方向北方减少的规律（图8A和8B）。考古遗址周边 

在LGM坚果树比例与纬度呈显著线性关系（图8C），中国 

南方考古遗址周边的坚果树覆盖率远高于中国北方。这 

种高覆盖率意味着坚果具备成为LGM中国南方狩猎采集 

者的常备食物的潜力。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区域LGM坚 

果树比例甚至高于MIS 3末期（图8D），这意味着在这些区 

域坚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因动物性食物与其他植物 

性食物减少造成的部分供给缺口。 

此外，中国南方的坚果树的覆盖率相对稳定。坚果 

树变化率（式（1））用于评估LGM考古遗址周边坚果树覆盖 

率相较于28000 yr BP的增减幅度。该变化率与考古遗址 

点的坚果树比例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图8F），其中中国 

南方地区坚果树变化率介于−0.47至0.57之间，且多数遗 

址点的变化率趋近于零，显著高于中国北方地区（图8E）。 

这些结果表明，相较于MIS 3末期，中国南方大多数考古 

遗址点在LGM维持甚至扩大了坚果树的覆盖率。这表明 

坚果有很大的潜力作为狩猎采集者应对LGM冬季食物短 

缺的关键食物资源。 

中国南方稳定的高比例的坚果树意味着狩猎采集者 

及其后代能够通过更多依赖耐储存坚果来应对末次盛冰 

期季节性食物短缺。这一策略能够极大地降低因深度调 

整生业模式可能带来的风险。得益于这种低成本的应对 

气候恶化的方案的存在，中国南方的狩猎采集者缺乏剧 

烈改变生存策略与石器技术的内在动力（高星和裴树文， 

2006；王幼平，2021），这与细石器流行的北方地区形成 

显著差异（Yi等，2016；王幼平，2018；Zhao等，2021b； 

Grimaldi等，2023）。 

强化坚果资源开发的策略在LGM可能已经被中国南 

方狩猎采集人群广泛采纳。在MIS 3末期，中国南方气候 

相对温暖，尽管中国东南存在明显的坚果树高值分布区 

（图9A），但考古遗址在整个南方均匀分布，表明此时坚 

果在狩猎采集者食谱中占比可能不高。自LGM以来，中 

国西南地区考古遗址比例显著增加（图7J），遗址高密度 

区与中心点呈现西移趋势（图9），这与坚果树比例高值区 

的西移相吻合。此外，中国南方考古遗址的坚果树比例 

平均为33.2%，且绝大多数遗址（90.9%）分布在坚果树分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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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显著高值区（比例>20%）（图8A和8B）。这些现象暗示 

坚果在南方狩猎采集者适应LGM寒冷气候过程中可能发 

挥了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末次冰消期西南地区考古遗址比例 

并未出现显著下降（图9F），且遗址中心点也未返回至 

MIS 3末期的位置（图9H），表明坚果在冰消期仍是狩猎采 

集者的重要食物来源。这一现象可能与南方狩猎采集者 

食物供给系统的进一步恶化有关，如图9F所示，末次冰 

消期坚果树比例未能恢复至MIS 3末期水平；同时广谱革 

命在更多区域发生（Prendergast等，2009；Lu等，2023）， 

表明大型哺乳动物种群无法满足增长的人口需求，或其 

数量在末次冰消期未见回升。坚果与大型哺乳动物的双 

重短缺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生存危机，促使狩猎采集者继 

续滞留坚果丰产区，甚至开始开发新的耐储存食物，如 

野生水稻（张文绪和袁家荣，1998；Zhao，1998；Wu等， 

2020；Zhang等，2024），尽管其颗粒很小且属于回报率 

较低的食物（Kelly，2013）。 

6 结论  

贵州毕节韦家洞的花粉和植物考古数据被用于分析 

当地的植被-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对于植物的开发策略。结 

果显示韦家洞周边植被在约30000–26000 cal yr BP不稳 

定；植被在约30000–19500 cal yr BP以针叶林为主，当地 

气候寒冷，尤其在约20200–19500 cal yr BP耐寒云杉属比 

例达到最高，气候最为寒冷；而在约19500–12500 cal yr  
BP针叶树减少与阔叶树增加表明气候呈现变暖趋势。浮 

选结果显示榛子、橡子及葡萄等植物性食物是韦家洞狩 

猎采集人群食谱的重要组成部分。韦家洞的狩猎采集者 

在MIS 3末期采取了以利用富脂肪坚果为核心的多元化资 

源利用策略，而在LGM转向加强开发高单宁的橡子，以 

应对气候恶化导致的食物短缺。空间插值进一步表明， 

中国南方稳定的高覆盖率坚果树为狩猎采集者提供了一 

种通过优先开发坚果资源来应对LGM冬季食物短缺的可 

行的低成本适应策略。  

致谢 感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郭林博 

士在野外工作的帮助以及高星研究员在中国北方细石器特 

征方面提供的建设性建议，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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